郭沫若、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 by 张柏春
20世纪50年代,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友好、同
盟、互助的战略关系,两国之间开展了各个层次的
交流。在那个年代,很多中国专家学者有机会与苏
联的同行甚至苏联领导人交流。不过,与苏联高层
领导人特别是同斯大林接触过、探讨学术问题和
政治方略的中国专家却不多。
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,世界和平理事会
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。来
自85个国家的近2000人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
盛会。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、法国科学家约
里奥·居里主持。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宋庆龄任团
长、郭沫若任副团长的108人代表团。约里奥·居
里和宋庆龄同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。会后,应苏联
文化协会邀请,宋庆龄、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在莫
斯科参观访问数日。1953年1月13日,斯大林在
莫斯科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。这是斯大林逝世
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。
在会谈中,斯大林仅向宋庆龄和郭沫若提出
了若干有关中国的国情问题:农民的生活改善,妇
女参加工作,知识分子对现状是否满意,小学教育
的普及程度,大学数量的增加,语言情况(如汉语
的特点、学习方法与改革)。宋庆龄、郭沫若对这些
问题作了或略或详的回答。郭沫若告诉斯大林:中
国废除了英美式的大学制度,学习了苏联的经验,
进行了院系调整,增加了专门学院。斯大林不时介
绍苏联的经验,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。
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、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
家,郭沫若向斯大林提出了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
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标准、耕种田地的奴隶
与封建制度的农奴的区别。斯大林解释了奴隶制
与农奴制的区别,强调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研究纯
粹的社会状态。郭沫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
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有很大
争议。郭沫若早在1930年就出版《中国古代社会
研究》一书,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。在
1952年2月出版《奴隶制时代》一书,论述春秋与
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下限。
郭沫若曾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那里得知:苏
联的中亚各民族从原始公社制度直接进入了农奴
制。他当面向斯大林请教:社会是否可以跳跃式地
发展?斯大林回答:“可以的”,并举例作了说明。郭
沫若认为斯大林的话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很好
的补充。
斯大林作为革命导师,会谈时显得居高临下。
比如,听了宋庆龄对中国变化情况的说明,他说:
“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。”当郭沫若谈到在
和平运动中应尊重民族独立的要求时,斯大林一
再强调“不好”,对郭沫若谈话的口吻如:“你懂得
这个道理吗?”“你懂得这个意思吗?”
郭沫若向斯大林透露:约里奥·居里表示,如
果法国局势的恶化使他不能继续在那里活动的
话,他就想到中国去。这样,他既可以帮助中国研
究科学,又可以领导和平运动。斯大林听了这个消
息,“把铅笔搁下了一会 [儿],然后继续在纸头上
画”,提高声调表示反对居里离开自己的祖国、“逃
亡”到中国。他认为,即使法国局势变得再坏些,居
里也应该在其祖国搞和平运动,甚至像日本共产
党创始人德田球一(1894—1953)那样坐牢十几
年。如此,斯大林似乎是按照一个和平运动的政治
英雄来要求居里的。
其实,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·居里首先是科
学家,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。作为第二代居里夫妇,
他和妻子共同研究核物理,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
化学奖,1948年领导建成法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。
中国科学家钱三强、何泽慧夫妇曾在他们的实验室
完成了出色的研究工作。居里夫妇曾帮助中国购买
书籍、仪器等研究原子能用的珍贵物品,并在1951
年协助中国人将那些物品带出法国。
郭沫若、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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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 50年代,中国政府
希望在科技、工业、教育、军事等
领域得到苏联的援助。50年代
初,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
工业技术,与中国进行科学交
流,但在提供尖端科技方面却十
分谨慎。因此,我们是否可以大
胆推测:斯大林并不希望西方顶
尖的科学家,尤其是核物理学家
到中国,帮助中国人开展尖端研
究?当然,这个推测尚须得到史
料的支持。
为了研究中苏科学技术合
作,我们在查阅部分中国科学院
的历史档案时,偶然发现了1953
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、廖盖
隆笔录的《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》,该档案的卷内备
考表中记:“本材料系从财务档案库内清理立卷”。
这份档案告诉我们:1953年 1月 13日晚 10时到
11时50分左右,斯大林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,
为他们做翻译的是苏联汉学家、外交官费德林。现
将笔录文字整理出来,供有关研究者参考。
郭沫若、宋庆龄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
1953年1月13日
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,我和宋庆龄先生进
[晋]见了斯大林同志。会见的时间是从下午十时开
始到十一时五十分左右结束。这次谈话是由费德
林同志担任翻译的。
宋庆龄先生首先给斯大林同志送了礼物——
一件精致的象牙雕刻品。斯大林同志说了“谢谢”。
然后即坐下来开始谈话。斯大林同志是一边用蓝
色铅笔在纸上画画、写字,一边谈话的。斯大林同
志的健康很好,态度很安详,谈话的声音很平静。
以下是谈话的大概情形。
斯大林(问宋庆龄):中国的情况有了很大变
化,你觉得怎样?
宋庆龄:是的,由于革命的胜利,中国的情况
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
的帮助。
斯大林: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。
中国人是好人,很朴素,很勤勉。帝国主义者
要把中国人弄成坏人,但是他们来不及做到这样。
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很要紧的。敌人可以把一
个民族的人变成坏人,但是不能使它的文化变质。
中国的农民的情形怎样?他们的生活是不是
有了很大的改善?
宋庆龄:是的,农民的生活普遍地有了很大的
改善;最近又有了速成识字法,他们正在普遍地学
习文化。
斯大林:中国的妇女们的情形怎样?她们是不
是已经和男子一样地参加工作(劳动)了?
宋庆龄:是的,中国的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,
她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。
斯大林:妇女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。在苏联,
妇女和男子同样地做工作。应该把中国妇女从厨
房里,从家庭中解放出来。
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形怎样?是不是还有人不
满意现状?
宋庆龄:中国知识分子不满意现状的已经很
少了。
斯大林:在中国,小学教育是不是已经普及了?
(宋庆龄看郭沫若)
郭沫若:普及小学教育还谈不上,但是学制已
1951年 9月,宋庆龄接受“加强国际和平年”斯大林国际奖金典礼在北京举
行。图为郭沫若给宋庆龄佩戴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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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改为五年一贯制了。在实行义务的小学教育方
面困难还很多,经费有困难,师资的数量不够,质
量也不高。
斯大林:师资不够,可以多办些师范学校。水
准不要过高。
郭沫若:是的,我们正在这样做,我们正在更
多地举办各级的师范学校。现在中国的青年中有
一种倾向,就是不大想学师范。
斯大林:是不是他们都想当哲学家?
郭沫若:不完全是这样。多数人觉得经济建设
重要,都想学工叶[业]。
斯大林:那很好。但是你们还应当鼓动他们中
间的许多人学师范,在物质上寄[给]予他们帮助。
郭沫若:是的,我们正在这样做。师范学校的
学生是免费的。一般说来,培养建设干部,是我们
文教工作的中心任务,我们在用大力来进行。
斯大林:你们的大学是不是增加了?
郭沫若:我们的大学的制度有了很大改变,学
习了苏联的经验,废除了英美式的大学制度,实行
了院系调整。结果,综合大学的数目减少了,但是
专门的学院增加了,同时大学学生的人数有了很
大增加。
斯大林:汉字学习起来是不是有困难?你们采
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?
郭沫若:是,是有困难。解决这个困难的方针
已经确定了,这就是逐步地采取拼音的办法来改
革中国的文字。
斯大林:我们苏联的儿童,只要学习三个礼
拜,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,就能够看书;你们
的情形怎样?
郭沫若:我们不行。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
书呢。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。
斯大林:苏联的少数民族原来有的也有自己
的文字。例如有的民族用的是阿拉伯文,那是很不
方便的;有的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。我们曾想推行
拉丁化,但是不受欢迎。后来,使用俄文字母,差不
多费了十年的工夫,结果是成功了。现在,各民族
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。
你们也有许多少数民族,你们的情形怎么样?
郭沫若:为少数民族改革文字或创造文字,是
我们文教工作中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目前
还没有放手做。只是在有些地方进行了试验工作。
例如,我们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
文字,结果很受欢迎。
斯大林:哦,那很好啊。
郭沫若:不过,汉字要实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难。
斯大林:怎么样?是不是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?
郭沫若:舍不得丢掉是一个原因。但是实际上
是有很大困难。我们的历史长远,几千年遗留下来
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写的。目前国家的法令文
告,一切的书报都是用汉字写的。立刻废掉,要引
起很大的波动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学了拉丁化的文
字也没有什么用;除非书报文告都是两套,有汉字
的,也有拉丁字的。
斯大林:那当然很难做得到。中国的语言情形
怎样?
郭沫若:中国的语言很复杂。除了少数民族的
语言不说,光是汉族,就有许多种不同的方言,而
大的方言系统,可以分为四区。
斯大林:这些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
不是很不相同?
郭沫若:不。汉族的各种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
本词汇是一致的,所以汉族的语言,是一种语言,
但是因为历史悠久,地区广大,交通不便,并且也
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,所以发音的变化很大,以致
相互间根本听不懂。在这种情形下,使用汉字是有
好处的,因为尽管语言听不懂,但文字都能看懂,
因为汉字是统一的。
斯大林:那只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情形,农民还
不是连文字也看不懂?
郭沫若:最近的情况有些改变了。为了帮助人
们学习汉字,最近我们采用了一种速成识字法:用
注音字母和拼音的办法来帮助学习,同时选定了
一种常用字——大约是一千五百字到两千字的光
景,给不识字的人来学习。⋯⋯
斯大林:两千字足够了。
郭沫若:此外,还适当使文字笔划[画]简单化。
我们觉得,这些办法,确实是扫除文盲的比较方便
的道路。现在,在军人里面,文盲大体上已经消灭
了;工人、农民中间的文盲也将逐步地消灭。
斯大林:好吧。我想问的,就是这些。你们有没
有什么问题要问我?请提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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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庆龄: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斯大林同志。
郭沫若:我有几个问题,是不是允许我提出来
问斯大林同志?
斯大林:当然可以,请吧。
郭沫若:最近我读了您的著作《苏联社会主义
经济问题》,其中说得[的]“封建制度的基础⋯⋯是
封建的土地所有制”。我觉得这个提示不仅表明了
封建制度的本质,同时似乎也可以作为划分社会
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准。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
为在中国,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问题,有很大
的争论。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封建社会究竟从什么
时候开始的问题,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,其
间的相差竟达到一千多年。有一个困难的问题,就
是耕种田地的奴隶和封建制度的农奴,往往是容
易混淆起来,不能区别的。
斯大林: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各个社会发展
阶段的确是各不相同的。但是研究奴隶制和农奴
制的不同,还是应该看奴隶的性质:在奴隶制度
下,生产工作者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,屠
杀的奴隶;在封建的农奴制度下,生产工作者是封
建主已经不能屠杀,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。
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该研究纯粹的社会状
态,而不应该去研究那种发生了变化的状态。研究
问题应该根据实际情形,而不应该机械地只是根
据文件或书本来说明问题。
最近我看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些“理论家”的文
章。据这些“理论家”说:印尼现在不存在封建制
度,因为印尼的宪法规定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,
这样在印尼便没有封建地主了。你们看:这是什么
“理论”?这不过是辩护士的理论罢了。其实,他们
之所以要说印尼没有封建制度,是因为他们害怕
要在印尼实行土地改革。
郭沫若:在社会发展阶段方面,我还想问一个
问题:社会发展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?
斯大林:可以的。这要看情况。例如一个民族,
它的邻居——另一个民族很进步,那么,在它的邻
居的强大影响下,这个民族便可以跳过一定的社
会阶段而发展。例如,苏联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就
是这样。
(按:我知[之]所以提出这个问题,是因为有
一位苏联的历史学家说:苏联的中亚细亚各民族,
自原始公社制度即直接进入农奴制,而越过了奴
隶社会的阶段。但因为我对中亚细亚各民族的历
史没有研究过,所以没有进一步请问斯大林同志。
但我认为:斯大林同志的话,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是
一个很好的补充。马克思说: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跳
跃,那是在无外来影响下的一般情况;但在外来的
强大影响之下,事实证明是可以跳跃的。)
郭沫若:我正在从事和平运动方面的工作。我
感觉到和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存在着微妙
的关系。在进行民族独立斗争时,宣传和平颇有困
难,因为容易妨碍到战争动员工作。因此,我们感
觉到在和平运动中,适当地照顾到民族独立问题,
以免使这两个运动互相对消。因此,我们在亚洲及
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,曾通过了尊重民族独立
问题决议。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朋友们,颇以为我们
的要求有点过高。但这一次在维也纳世界人民和
平大会上,又一次提出了尊重民族独立的问题,而
且获得通过。足见在和平运动中适当提出尊重民
族独立的要求,是有必要的。
斯大林:不好,这样不好。和平运动应该就是
和平运动,它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维护和平,不
应该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加进去。我们的和平运动
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括[阔]的。如果把民族独立的要
中国科学院保存的谈话档案首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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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加进去,人家就会说我们要求和平不是真诚的。
这样,有些人就会不来参加和平运动了。你懂得这
个道裡[理]吗?
郭沫若:这个道裡[理]我是懂得的。但是我觉
得到了现在,民族独立的要求在殖民地国家与殖
民国家之间,似乎没有那么尖锐的对立了。因为美
国的战争政策不仅侵犯着殖民地、半殖民地等附
属国家的独立主权,同时也侵犯着殖民国家,如
英、法等的独立主权。所以英、法等国的人民一样
在要求独立主权的尊重。在今天适当地提出,似乎
是可以的。
斯大林:不好。和平运动应该就是和平运动。
这个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有发动战争的危险的
国家,是美国、英国和法国等等国家。这个运动的
目的是要争取这些国家的广泛的人们来参加我们
的运动,连资本家也要争取,以便孤立战争挑拨
者。如果在和平运动中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,就将
达不到这个目的。
郭沫若:是否还应该照顾到区域性的不同?
比方在亚洲,大多数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独立的
要求,是否要照顾到这种要求,以便顺利地开展和
平运动?(我并且举出了最近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
会上朝鲜、越南两个代表团不满意大会未把解决
战俘问题办法及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写入宣言的事
情。)
斯大林:不好。你们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。民
族独立的工作,要另外来做。你懂得这个意思吗?
郭沫若: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我懂得了。我还
有一件事想请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,这问题我已
向法捷耶夫同志提出过了。这个问题就是:约里
奥·居里表示想要到中国去,如果法国局势更恶
化,以致他不可能再在法国活动的话。这样他可以
一方面帮助中国研究科学,另一方面仍可领导和
平运动。斯大林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怎样?
斯大林:(把铅笔搁下了一会[儿],然后继续
在纸头上画,声调高了一些):法国朋友太感情了。
法国的局势不会变化得像所说的那样利[厉]害。就
是局势变得再坏些,他为什么就那样容易地考虑
离开自己的祖国?他应该学习日本的德田球一同
志的榜样,他在祖国工作下去,一直坐了十几年监
狱。他做和平运动有什么不好?法国政府要逮捕,
就让它逮捕吧。要坐监,就坐监吧。我想,用不着十
多年,法国就可以解放了。他也应该学习一个法国
的女孩子的榜样,她为了阻止法国政府把军火运
到越南去屠杀越南人民,而卧在铁轨上。他当一个
民族英雄,这有什么不好?我假使是约里奥·居里,
无论环境怎样恶劣,我是决不轻易离开自己的祖
国的。
你们不应该劝他逃亡。
宋庆龄:时间已经很晚,我们应该告辞了。
斯大林:不要着急嘛,要好几年才能见一次
面。哦,还不只好几年呢。
宋庆龄:是的,我在一九二七年曾会见过斯大
林同志。斯大林同志还记得吗?
斯大林:怎么不记得,我们不是在加里宁同志
的家里见面的吗?你看,我们要二十五年才能见一
次面呀。
宋庆龄: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,我始终没
有忘记。那时我问斯大林同志:我回到中国去后应
该做些什么工作?斯大林同志说:你应该做一切你
能够做的工作。
不过,我们很怕斯大林同志会太疲劳了。
斯大林:你要使我疲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郭沫若:你的时间是很可宝贵的[“可”字是多
余的]。
斯大林:我们这样谈也很有意义啦。不过,你们
一定要告别,那也是可以的。那么,就下次再谈吧。
郭沫若:宋庆龄先生决定在明天乘火车离开
莫斯科返国;我决定乘飞机回去。
斯大林:哦,走得那么快吗?我本来要请你们
吃饭的,这样也来不及了。
费德林同志,要告诉他们给宋庆龄先生挂一
节专用的车厢。
谈话至此,我们即告辞而去。在将近两小时的
谈话中,斯大林同志足足画了三张半纸头。
(廖盖隆笔录,郭沫若校。一月二十七日)
(原稿篇名为《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》,郭沫若
口述。方括号中的文字为整理者张柏春加的注。)
(责任编辑 刘荣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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